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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人别集传播明词的效能 

汪超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明人别集传播明词的效能因编纂形式各有差异，存在马太效应及附骥以传的现象。别集传播之明词占作者 

传世词作的比例、别集编排词作的顺序都影响着明词传播。越是知名的作者的别集越容易传播其词。别集副文本 

为保存文献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且为作品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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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集”是专收某位作家作品的图书类别，南朝阮 

孝绪《七录》最先使用这一概念，但其出现应当早于 

此，大体形成于汉魏时期。《隋书∙经籍志》分集部为 

楚辞、总集、别集三个子目，并认为“别集之名，盖汉 

东京之所创也”。 [1](1081) 明朝“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 

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 

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 [2]册  1276(308) 传世明人别集 

未有确数，《明别集版本志》称该书收录大陆八百多个 

藏书单位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所藏明人 

别集达 3600多种。 [3](1) 黄仁生先生《日本现藏稀见元 

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又收有国内未见明人别集 280多 

种。 [4] 此外，其他地区也应当藏有一些稀见明人别集。 

这些别集所收明人词作，仍难以确考。从传播的角度 

说，别集为明词提供了最大的受容空间。至于受众是 

否阅读，则涉及阅读心理、阅读选择、阅读环境等问 

题，这是文学传播必须关注的另一方面。本文主要讨 

论传播者与别集文本形成之间的过程，及该过程在传 

播明词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其一，明词在不同别 

集编纂形式中的地位；其二，明词在别集“副文本”中 

的传播；其三，别集传播的马太效应。 

一 、明词在不同别集编纂 

形式中的地位 

别集体例并非单一，“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 

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 

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 

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 

其体例均始于齐梁。” [5](1276) 谓“区分部帙”即别集之编 

纂形式。四库馆臣所列举的唐前别集之编纂标准并不 

一致，在逻辑上也各处不同层面。事实上，作家别集 

亦可分为全集与选本。作家全集一般收录作家全部的 

作品，选集则有选择地收录作家部分作品。 

要谈特定文体在别集中的地位，可以从收录的数 

量及其在文集中的位置两个方面来考虑，明词也不例 

外。 
(一) 别集传播之明词占作者传世词作的比例 

首先，看不同编纂形式的别集，其传播之明词与 

作者传世词作的比例。试按别集所收作家作品内容分 

其编纂形式为作家全集、作家选集两类讨论。作家选 

集中的作家词别集对明词传播之影响最大；其次则是 

收有作家词作的全集；再次才是收有作家词作的其他 

选集。不收词作的别集对明词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当 

另行考虑，姑且不论。 

词别集是一位作家词作的大集结，而词能单独编 

部词别集。如上海图书馆就藏有杨慎词集多种，题名 

《升庵长短句》的四卷本、嘉靖十六年(1537)李发刻 

三卷本，题名《杨升庵先生长短句》的四卷本。这些 

别集的刊刻必然促进词作的传播，因此，词别集传播 

明词的效能最佳。 

作家全集所收作品一般都比较完整，因此也能较 

好地传播词作。卷帙富至 324卷的《船山全集》所收 

《愚鼓词》就收录了王夫之 310阕词作，今人彭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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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编撰《王船山词编年笺注》(岳麓书社 2004年版)也 

只比该集多出一首。又如《全明词》据《陈忠裕全集》 

卷二十收陈子龙词 79 阕，《全明词补编》也仅据《幽 

兰草》卷中补得 8阕，陈子龙的大多数传世词作已见 

其全集。有些作家不喜作词，平生词作不过别集中寥 

寥数首。如陈荐夫《水明楼集》存其词作 6阕，管大 

勋《休休斋集》卷七存词 5 阕，杨梦衮《岱宗藏稿》 

卷三八存其词作 3阕，这基本上就是他们传世的全部 

词作了。但这些词作的流传，也有赖于该别集的流传。 

否则，他们这不多的几首词作，今人也无由得见了。 

选集因其收录不全， 故与作家词作传播关系略远。 

嘉靖二十四(1545)年夏言再次拜相入京，过杭州，以 

其退居期间所作诗文词嘱田汝成云： “此吾归田时杂著 

也，子其为我序之。”汝成厘为十卷以复，夏言又授之 

侍御史曹忭，使为校正谬误。曹则与夏氏门生、浙江 

巡按杨九泽商议刻板之事，杨付之杭州守臣罗尚絅监 

刻。 [6]卷首 
该本九、十两卷收词，卷九存 56阕，卷十存 

65 阕(卷首目录作“七十六阕”，误)。但夏言传世词作 

却达到 360多首，该选集所存不过三分之一。 

一般说来，别集收录作者词作越多，对作者词作 

流传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大。不过，若一位作者水 

平不高的词作被大量收录，对作者而言却非美事。 
(二) 存词的别集编排词作的顺序 

作品的编排次序往往反映编者的文学观念，尤其 

是文体学的观念。哪些文体的作品被编排在最前面， 

哪些文体的作品单独成卷，哪些文体的作品不被别集 

收录？编者，尤其是选集的编者如何选择作品，选哪 

些作品， 不选哪些作品？凡此无不在表达编者的观念。 

词在词别集中自然是主角，而在收有词作的别集中， 

词被如何编排次序也可以看出该集传播词作的效能。 

由于编排位置的不同，词作传播的效果也自有差异。 

我们按编纂过程中词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分说如下： 
1. 词与其他文体并重 

编纂别集时，最尊重词体地位的是将词视作并列 

于诗文的文体进行编排。例如，郑以伟的《灵山藏诗 

余》就是其全集《灵山藏》中的一种。《灵山藏》并不 

全以某一成例纂辑作品，而视文体多寡处理。因郑以 

伟诗作较富，《灵山藏》 便分多集并立收录； 又因其颂、 

铭、赞数量较少，乃合刊为《灵山藏颂铭赞》。其他如 

词、赋则各为一集，名曰《灵山藏诗余》《灵山藏赋》。 

崇祯刻本《灵山藏诗余》的大题及版心标“卷之五”， 

而《灵山藏颂铭赞》的大题及版心标的是“卷之六”， 

《灵山藏赋》的大题及版心标的是“卷之八”。可见在 

整部别集中，词，编排在颂、铭、赞、赋四体之前。 

若仅从文集对文类的次序来看，郑以伟对其词作的重 

视程度或许超过辞赋。 

这样的编纂方式在明人别集中并非郑以伟一家， 

刘基《诚意伯刘先生文集》的成化六年(1470)戴用、 

张僖刻本也按文体收录作品，且各小集单独命名。刘 

基词别集《写情集》就收在该刻本的十七、十八两卷。 

崇祯十年(1637)朱葵刻的刘基《刘文成公全集》则从 

其例。王夫之《船山全集》收其词别集《鼓棹初集》 

《鼓棹二集》 《潇湘怨词》 《愚鼓词》，且与《周易考异》 

《尚书引义》 《诗经稗疏》等经学杂著并列。船山文集 

虽编于清代，但其纂辑方式则由来有自。 

更多的别集则将词单列一卷， 与诗文并收于别集。 

如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崇祯刻本梁云构《豹陵二集》卷 

十收词 53阕；费寀《费钟石先生文集》隆庆间刻本， 

其卷七也是单独收录词的 《诗余》。 例甚多， 不备列举。 

词与其他文体并列， 是明人推尊词体的必然结果， 

同时说明词在明代已经获得了与传统诗文体裁差近的 

地位。尽管词体的地位依然次于诗文——这从大多数 

明人别集先诗文后词、曲的次文方式也可见一斑—— 
但别集中这些与其他文体并列的词作，在传播上倒是 

自有优势的。词作归拢收集，使得作品集中，便于阅 

读，不太容易被读者忽略。 
2. 词单列于别集之外，附于集后 

这种编纂方式在明别集中也不罕见，其与前者的 

区别在于编纂者依然持有“诗尊词卑”的观念，不欲承 

认词体地位。对词“‘另眼相待’，不把词与诗文统一编 

排，而是将词独立编为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以示 

词与正统诗文有别”。 [7](77) 

明人徐尔铉的《核菴集》二卷《诗余》一卷；查 

应光的《丽崎轩诗》四卷《诗余》一卷；凌云翰的《柘 

轩集》四卷《词》一卷等等都是将词别出，附于诗文 

集后。这种编次形式与徐渭文集的多个刻本外附《四 

声猿》，王磐《王西楼先生诗集》后附《乐府》一卷类 

似。编者的意图都在阐明所附作品不如诗文雅正，只 

能叨陪编末。这种情况尽管作品也相对集中，但由于 

其强烈的暗示效果，可能会造成受众对诗余体格卑下 

的认同。不过，由于特地标明在集外，有时候也会起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些附见于作家诗文集后的词什， 

在一定的情况下得到了彰显。事实上，编者在表明其 

文体意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些附见作品价值的意 

见，说明他们也认为这些作品可传于后世。 
3. 词混杂于诗中，不单独列类 

这种编纂情况也很多，一般还可以再分为三种： 

一是将所有词作集中附于某卷诗文后。如刘夏《刘尚 

宾文续集》卷一收录诗词，其词 5 首殿卷一之末。陈 

循《芳洲文集续编》卷六杂收诗词，也是全书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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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但编集者词体观念淡漠，在卷中单行标明以下文 

体为“词”之后还收录了骚体诗。朱有燉《诚斋录》的 

卷四录词，其次序亦在全书之末，但另有杂曲《沉醉 

东风》一首收于全卷最末。而《诚斋新录》有《竹枝》 

《柳枝》各十首，杂在诗歌中。编者偶尔还会于所在 

卷的大题和卷中专门标出词体。二是杂处各卷，不为 

归拢。如黄祖儒《呓觉草前集》卷十二；《后集》卷五、 

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张璧《阳 

峰家藏集》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九、卷二一、卷二 

二均收有词。词散处于各卷，杂于诗之中，往往较难 

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连编纂全集型总集的专家也会 

因为这样的编纂形式而忽略词作，其他读者的接受情 

况则更可想而知。 [8] 三是分别出现在作者不同时期纂 

辑的别集中。如薛甲《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卷十四 

收词二首，《艺文类稿续集》 卷二收词一首； 宋懋澄 《九 

籥前集诗》 卷八、《九籥集诗》 卷四分别收词， 张泰 《沧 

州诗集》卷七、八，《沧州续集》卷下各收词作等例， 

均属编集时间不同，词作单篇散处于各集不同卷中， 

同样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总体上说，第一种情况在传播上优于后二者，后 

二者极易被受众忽略。 

二、明词在别集“副文本”中的传播 

明人别集除正文部分之外，每每还有序跋、目录、 

附录、题词等等。这些部分被称为“副文本”， 
① 
是文集 

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明词传 

播的功能。别集“副文本”尽管属于别集的一部分，但 

其编辑方式与别集有所区别。不论是全集型别集，还 

是选集，其正文收录的作品皆属别集作者所作，其编 

纂方式的不同只体现于诸多作品之间的排序上。而别 

集的副文本，不但大多数作品非别集作者所作，且其 

表现形式与别集次序作品的方式大不相同。有一些明 

词就通过他人别集的“副文本”记载而得以传播，这种 

附骥以传的方式大致有三： 
(一)甲词人作品为乙作者作品集的附录、题词等 

收录 

这种情况相对较多，是词作者作品附骥以传现象 

的大宗。不少词家的别集在收录唱和之作的同时会将 

同题唱和之作一并收录，而唱和之作的次序服从于别 

集对同题作品的编排次序。这在事实上也为没有刊刻 

词别集，或者别集中不收词作的词人提供了词作传播 

的机会。如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十七，其中有《念 

奴娇》一阕，该词小序云：“云间陈征君有题余家远阁 

一阕，秋日登楼，不胜蔓草零烟之感，因倚声和 

之。” [13]册  1724(290) 小序所提到的“陈征君”，即陈继儒。 

陈维崧词后有“附录眉公先生原词”， [9] 其词题云《陈 

定生建远阁以娱宫保公，寄此题之》。 陈继儒的这首作 

品不见《全明词》 《全明词补编》所据辑录的《惜阴堂 

丛书》本《陈眉公诗余》以及《古今词统》《历代诗余》 

《倚声初集》 《西湖游览诗志》等书。又如徐渭有一阕 

《点绛唇∙赠张复亨》，张复亨就是张天复。该阕不见 

徐氏本集，亦因张氏《鸣玉堂稿》卷十二收录而传。 

王璲词《念奴娇∙和东坡赤壁词》也是附见于瞿佑《乐 

府遗音》之《念奴娇》(白鸥飞过)词后，才得以传播 

的。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甲词人以词为酬赠之具，乙词 

人别集的编者将之保留，以为别集作者之社会影响或 

平生交游提供佐证。如林光《南川冰蘖全集》附录， 

专收各家酬赠文字，内亦附有李景《庆春长∙送林光帐 

词》一阕。李景传世词作今仅见这一阕，若非附骥， 

何由知明词作者中尚有一人名“李景”？毛伯温的《毛 

襄懋先生别集》也收录了不少明词酬赠之作，该别集 

之卷四、卷六、卷七、卷九四卷收录的酬赠词作达 20 
阕，其中大部分是幛词。幛词也写作“帐词”，是一种 

典型的社交作品。毛氏别集收录这些作品，带有记述 

功德的意味。 

这类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词别集，其他书籍中也 

有类似的情况。如顾若璞的《沁园春∙读〈四声猿〉》 

就是附刻在崇祯间刻澂道人评本《四声猿》卷首的， 

其词下有澂道人跋，其云： 

此余归黄氏伯姊知和氏所作，伯姊著有《卧月轩 

稿》行世，今年春秋八十矣。闻填此阕，因附刻 

焉。 [10](250) 

据此知该阕是顾若璞填写， 而恰好其弟评点的 《四 

声猿》要付梓，乃以之附刻于卷首。该阕就这样托身 

别的书籍而传播开来。尽管《四声猿》不是别集，但 

别集的情况与之类似。 
(二)甲词人作品在乙词人词序或其他序跋中被征 

引 

这种情况不同于第一种“甲词人作品为乙作者作 

品集的附录、题词等收录”情况之处在于：第一种情况 

是指别集全书的副文本收录其他词人的作品，而此处 

则是单篇作品的附件收录其他词人的作品。这种情况 

在明词中也并不多见，我们举三例为证。《全明词》据 

瞿佑《乐府遗音∙渔家傲》小序收凌翀寿词一阕；又据 

瞿佑词《渔家傲》(喜来不涉邯郸道)之附记收录凌云 

翰《渔家傲∙寿杨复初》及杨复初《渔家傲∙和彦翀》词 

各一阕。凌翀寿及杨复初均仅传词一阕，即瞿佑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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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收录的。而凌云翰《渔家傲∙寿杨复初》在其别集 

《柘轩词》亦未曾收录。这些序文本身有交代写作背 

景的功能，但不经意间也发挥了存人存词的功能。 

(三)甲词人别集附于乙词人别集之后 

这种编纂方式并不常见，多属于家集，在明词集 

的纂辑形式中是比较特殊的例子。甲词人别集附于乙 

词人的别集之后，从而达到跟随乙词人别集传播而传 

播的目的。如前文曾提及的杨慎词别集《杨升庵先生 

长短句》四卷本，就附刻《杨升庵先生夫人乐府诗余》 

五卷。黄峨为明代女性词人之翘楚，万历间有题徐文 

长的重刻五卷本，清代又有吴元定重订的四卷本。这 

或许也得益于附丽杨慎词集之后，与杨慎词集同时传 

播。加以黄峨有升庵夫人的身份，应该对扩大她词作 

之传播范围有加持效果。 

副文本独立于别集正文存在， 作为一种衍生文本， 

它对别集正文起到补充作用。其内容在客观上，有存 

人存词的功能，对明人词作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三、明词传播中别集的马太效应 

明人别集的传播存在马太效应，越是知名的作 

者，别集刊刻的可能性越大，文集刊刻的次数越多， 

名气也就越大， 从而又促进着他的别集的刊刻和传播； 

而那些名声较小的作者，其别集刊刻的可能性较小， 

且更容易淡出传播循环，从而销声匿迹。马太效应在 

总集的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但其和作用于别集传播 

时略有不同。 
② 

一位作者的成名因素很多，或以才学金榜题名， 

如杨慎；或以隐居悠游泉林，如陈继儒；或以艺术蜚 

声天下，如文徵明；或以显宦秉国理政，如夏言…… 

情况不一而足。重要的是，这些名家的别集往往能为 

其词作的传播带来重要影响。 

如传奇人物杨慎就具备“优者更优”的条件，他本 

身是宰相公子， 又有神童之誉， 据说他年十二拟作 《古 

战场文》 《过秦论》，人皆惊叹。他科场得意，二十三 

岁就独占鳌头、高中状元。他却又生世凄苦，嘉靖三 

年(1524)以“议大礼”谪戍云南，淹留三十余年，死于 

戍所。人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 

一。” [11](5083) 杨慎著述数量大，涉及面广，于经史、诗 

文、书画，以至音韵、训诂、名物皆有考论。流传较 

广者有《丹铅总录》《升庵诗话》《词品》等等，又有 

《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 《滇载记》等目录学与 

地方志著作。 

杨慎编著的图书一般都备受关注，如楚雄知府任 

良干偶尔过访，见到《词林万选》，便传抄并令府署刊 

刻。杨慎的词别集有六卷本和四卷本两种，首刊均在 

嘉靖年间。六卷本为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刊本，题 

《升庵长短句》三卷续集三卷。卷首有唐锜序，正集 

卷三后有王廷表跋及杨南金序，《续修四库全书》据以 

影印。赵尊岳《明词汇刊》本，据丁丙藏嘉靖十六年 
(1537)刊本校刊，题《升庵长短句》三卷《升庵长短 

句续集》三卷。四卷本曾两刻之，一题《升庵长短句》 

四卷，嘉靖十九年(1533)刊，有唐锜序。一题《杨升 

庵先生长短句》四卷，附刻《杨升庵先生夫人乐府诗 

余》五卷。由此大略可见其词集刊刻次数之多，可以 

说，正是杨慎拥有极高的文坛声望，他的文集才能引 

起诸多读者的兴趣。加上作品自身的质量，使读者为 

之树立口碑。因而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刺激各 

传播主体刊印他的作品，其词作也因此获得更佳的传 

播渠道。 

又如夏言，王国维曾感叹说：“是嘉靖一朝前后三 

十年间，已六付剞劂，古今词家未曾有也。” [12](10) 嘉 

靖一朝夏词别集即有：戊戌年(1538)吴门初刻本；嘉 

靖十九年(1533)石迁高刻一卷本；嘉靖二十年辛丑春 
(1541)铅山刻本；嘉靖二十年冬云中刻本；嘉靖二十 

五年丙午年(1546)陈尧文刻本； 丙寅年(1566)双泉童氏 

刻本；未见踪迹的闽刊本，共七种。至万历间吴莱所 

刻九卷本、万历十五年(1587)一卷本梓行，则有明一 

代竟至“十付剞劂”，可谓蔚为大观。值得注意的是， 

金陵双泉童氏覆陈尧文重刻本刊于嘉靖丙寅(1566)仲 

夏，其时夏言名誉并未完全恢复，刊刻其集不无投鼠 

忌器之虞。故王国维叹曰：“岂文章事业自有公论，有 

不可泯灭者欤。” [13](10) 夏言词别集能得到如此广泛的 

传刻并非没有原因，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夏言进首 

辅大学士，吴门初刻本就是在这一年刊刻的。嘉靖十 

七年到二十年(1541)是夏言仕途的第一个巅峰，四年 

间仅其词别集就曾四次付梓。 而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到二十四年(1545)间，夏言退居上饶，此间其词别集 

未曾出现新刻本。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陈尧文又刻， 

其时夏言第二次入阁为首辅。夏言的词集刊刻固然有 
“文章事业自有公论”的成份，不过“赢者通吃”的“马太 

效应”应该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我们再看个反例。易震吉，上元(今属江苏)人， 

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刑部主事，升郎中，崇祯十 

二年(1639)出知大名府，历嘉湖道，官至江西参政副 

使。崇祯十四年(1641)辞官归里。易震吉的《秋佳轩 

诗余》十二卷，存词 1083首，是传世作品数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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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词人，历朝罕有其匹，但他却被张仲谋先生称为 
“被遗忘的词家” [13](218) 。虽然他也曾与南洙源结濮水 

社，与词论家俞彦等人唱和。又常作组词，动辄一调 

同题数十阕， 如 《水调歌头∙读陶诗拈句为赋得三十首》 

《卜操作数∙读陶诗拈句三十四首》 等。 但他居官之日， 

常奔波于各地，并未形成很大的文坛影响，故《秋佳 

轩诗余》只在崇祯间刻过一次。 易震吉词作学辛弃疾， 

虽未臻完善，却也达到一定水准。但他从政并未官居 

极品，在文坛又未能领袖一方，没有特别突出之处， 

因此不能形成积累优势。再加上词集卷帙浩繁，几重 

原因综合，导致他竟然“被遗忘”。 

易震吉还算是幸运的，他毕竟还有词集传世，而 

词史上更多的词家或虽有词集，但未曾刊刻；或流布 

未广的词别集就在“劣者愈劣”的画外音中，重复着灰 

飞烟灭的故事。笔者据《全明词》统计，该书所收存 

词数仅 1 首的词作者达 468 人。据其书小传，这 468 
人中有 152人有别集传世，或者曾经有别集传世。在 

这 152 人的别集中有不少是词别集，如康秀书有《抚 

松轩诗余》，宋俶有《独山词》 《藏山词》各一卷，查 

维宏有《悬藻亭词》，周永年有《怀响斋词》，吕师濂 

有《守斋词》等等。但他们今日传世词作不过一阕而 

已，且多是通过总集采录得以保留。这些词集的匿迹， 

虽然是正常的文学现象，但其中的词作未必全然无可 

采。因为马太效应而失去传播的机会，真可一叹。 

明人别集的编集往往比别集作者的生活年代更为 

滞后，由于时间的推移，很多作品散佚也是相当正常 

的事情。但词人之间的相互采录为保存明词文献提供 

了重要的途径，且为附骥词作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时 

空。实际上，别集传播文学作品的功能是相似的，不 

仅仅明人别集传播明词有这样的情况，其他时代的其 

他文学作品之间恐怕也少不了类似的传播方式。由于 

别集编纂具有相似性，别集在文学传播中的发挥的功 

能大致相似。 

注释： 

① 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杰特德∙热奈特 《隐迹稿本》 提到： “副 

文本”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包括有标题、副标题、互联型 

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 

页、磁带、护封以及其它许多附属的言语或非言语标志。可参 

陈水云教授《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该书曾专门讨论唐宋词集副文本的传播 

指向问题。 

② 笔者在《明词传播述论》(2010年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曾 

专门讨论总集编纂形态与明词传播效果的问题，可参。关于总 

集受马太效应影响的问题则拟另撰专文讨论，本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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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impact varies about disseminate ci poems for the codification forms of collection, 
with Effect of Matthew and attached dissemination, the proportion of works in the existence, sequence of th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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